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健康老龄化———老年人口健康影响因素及有效干预的基础科
学问题研究“（编号：71490732）的阶段性成果。

一、研究背景

女性生育史与其寿命的关系是人口学 20世纪末开始兴起的研究。进化理论认为，
生物个体通过减少对生育行为的资源投入获得对自身躯体的更多维护，进而获得长寿

（Kirkwood等，1991）。基于历史人口数据，Westendorp等（1998）的研究显示，进化理论的
基本假设适用于人类社会，即人类生命历史中生育和长寿之间存在交换关系。他们根
据 700～1876 年英国贵族的家谱数据研究发现，存活到 60 岁以上的英国贵族女性，长
寿和后代数量负相关，但与初次生育年龄正相关。从此，这方面的研究受到学界的普遍
关注。从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以往研究主要从生育时间和生育数量两个维度考察生育史
对女性老人寿命的影响。
从生育时间维度看，女性初次生育时间对其寿命的影响在当代人口和历史人口中

的表现不同。一方面，在当代英格兰、威尔士、美国、奥地利和挪威社会里，女性的初
次生育为早育与其老年时期的高死亡风险正相关（Grundy等，2005；Grundy，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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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lhammer，2000；Henretta，2007；Mirowsky，2005）。由于早育的行为可能意味着个体从
青春期转变到成年期的失序或劣势状态，而这个劣势状态可能打乱个体的一系列生命

历程转变，并对其健康产生负面影响（Mirowsky，2005）。另一方面，根据 1766～1895年瑞
典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历史人口记录，Dribe（2004）发现，女性的初次生育时间对其寿命
没有产生独立的影响。
从生育数量维度看，已有研究发现，女性的曾生子女数与其寿命之间的关系在当代

人口和历史人口、社会文化不同的发达国家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域之间均表现出复杂
的关系形式。一些研究显示，女性的曾生子女数与其老年时期的死亡风险之间的正相关
关系既出现在 1603～1850 年英国贵族女性和工业化以前的瑞典女性等历史人口中
（Dribe，2004；Doblhammer 等，2003），也出现在英格兰、威尔士、奥地利、东德等当代发达
社会的人口中（Grundy等，2005；Doblhammer，2000；Hank，2010）。这些研究发现支持了进
化理论假设。另一些研究发现，女性的曾生子女数与其老年时期死亡风险之间存在负相
关关系，即曾生子女数越多，其老年死亡风险越低，存活时间越长。在 1935～1958年出
生队列的挪威女性中和在 17～18世纪讲法语的加拿大女性中，曾生子女数较多的女
性在生育期结束后有更低的死亡风险和更长的寿命（Grundy，2009；Müller等，2002）。究
其原因，一方面，从生物学视角看，曾生子女较多意味着不间断地妊娠生子和母乳喂

养，延长了女性雌激素生产周期，刺激了女性生物系统进而促进了女性生存与健康

（Snowdon，1990）；另一方面，从社会学视角看，子女数量对老年健康的促进作用可能与
生命历程中老年阶段的主观幸福感（Margolis 等，2011）和代际支持的多重正向关系有
关（Zimmer 等，2003；Zeng等，2004）。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对于西德女性和 1931～1941
年出生队列的美国女性而言，曾生子女数和其老年时期寿命不相关（Hank，2010；
Henretta，2007）。
在中国女性生育史与其老年时期寿命的关系研究中，Zeng等（2004）研究发现，35
岁以后生育 3 个及以上或 40 岁以后生育 2 个及以上子女可以为中国高龄老年女性的
长寿提供保护作用。除了借用国外学者生物学的解释外，Zeng等（2004）还尝试结合中
国国情从社会关系和家庭观念等方面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35岁以后生育 3个及以
上或 40岁以后生育 2个及以上子女会让老年人获得年轻后代的更好照料；而中国传统
的“多子多福”观念实现也增进了大家庭其乐融融的气氛，从而给老年人带来精神上的
愉悦。但是，该项研究并没有从初次生育时间和曾生子女数这两个西方学者普遍用于测
量女性生育史的维度来关注这一领域。
事实上，由于女性生育行为与其老年时期寿命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影响因素较多

（如遗传、生理健康和社会环境条件等），因此，以往研究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首
先，研究中的“干扰因素”可能掩盖女性生育史与其老年寿命的真实关系。例如，女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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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期的身体健康水平就是“干扰因素”。在生育期具有较高健康水平的女性更容易怀
孕，进而拥有更多的曾生子女数；同时，女性在生育期健康水平较高对生育期结束以后

的健康具有长期和持久的积极作用。但有时调查数据测量的局限导致统计模型无法充
分控制这些干扰因素。其次，死亡选择效应可能干扰女性生育史与其老年时期寿命之间
的关系。特别是在自然生育时代，孕产率高，生孩子越多，累积的死亡风险越大。部分健
康水平较差的妇女在生育过程中已死亡，而生育较少的女性经历的选择效应也相对较小。
因此，自身健康条件较差的育龄妇女可能集中在那些曾生子女数少的老年女性中；而自

身健康条件较好的育龄妇女则集中到那些曾生子女数多的老年女性中（Doblhammer
等，2003）。最后，在抽样跟踪调查数据中，被访者发生的非随机失访问题可能让实际用
于分析的样本具有选择性。以上 3种情况共同构成了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它们可能单独
发挥作用，也可能结合起来发挥作用，这种未观测的异质性将导致生存分析模型对自变

量系数的有偏估计（Allison，2010）。然而，只有极少数研究运用了合适的方法来克服这
种未观测的异质性（Doblhammer 等，2003）。多数研究普遍运用 Cox模型或离散时间
Logit模型，因而在研究中忽视了未观测异质性问题。
鉴于此，本文着重从 3个方面进行研究：（1）使用较长时段的跟踪调查数据，即中国

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2002～2011年数据。纵贯数据的使用有利于因果关系的分
析和判断。（2）使用国外学者处理这种“未观测异质性”的方法。在控制了人口特征、社
会经济地位、行为方式和基线调查时的健康状况后，运用 Log- logistic模型尽可能避免不
可观测异质性的干扰影响。（3）多维度考察。本文尝试从初次生育时间、曾生子女数和
现存子女数 3个方面考察中国老年女性的生育史对其老年存活时间的影响，并围绕生
育史与老年女性寿命的人口学研究成果进行国际比较。

二、数据来源、变量测量和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以下简称 CLHLS）随机抽取了 22 个省份中 50%
的县市。调查地区覆盖了全国人口的 85%。CLHLS调查不仅收集了被访老年人的完整
生育历史记录，而且收集了被访者的死亡信息。
本文选择 2002、2005、2008和 2011年跟踪调查数据主要考虑到该数据从 2002年起

第一次同时覆盖 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和 65～79 岁低龄老人。4 次调查的跟踪样本共
包括 9 219名 65岁以上女性老年人，删除在 2005、2008和 2011年调查时失访和因变量
出现缺失值的案例后，最终的样本量为 6 391 个。为了考察被访者在 2002～2011 年跟
踪调查期内发生失访的影响因素，本文根据 Logit 模型分析，发现年龄小、汉族、单独居
住、居住在城镇、文盲和自评健康不好的被访者更有可能性失访。按照 Little等（2002）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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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信息发生缺失值情况的考察，如果假定失访只与已经观测到的样本特征有关，而

与因变量无关，即为随机失访。在这种情况下，生存分析模型通过纳入这些影响被访者
失访的自变量就能解决由失访带来的因变量信息缺失问题。但如果被访者的失访不仅
与已经观测到的样本特征有关，而且与因变量（本文中被访者的存活时间）有关，那么，

这样的失访就属于非随机失访。非随机失访是异质性的一个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
生存分析模型就不再适用。
（二）变量选择

本文的因变量是被访者在观测期内的存活时间。如果被访者在跟踪调查期间死亡，
那么其存活时间是从 2002年的访问时间开始到其死亡时间结束。死亡登记或已经死亡
的被访者的亲属提供有关被访者的死亡时间信息。如果被访者在 2011年调查时仍然存
活，即被定义为删失，其存活时间是从 2002年的访问时间开始到 2011年调查时间结束。
本文用初次生育是否为早育和曾生子女数来考察女性的生育史。以往相关研究没
有提供一个划分早育的统一年龄标准。本文采用 18周岁作为初次生育为早育的界定标
准，并用二分变量表示：编码 1 代表早育，即初次生育年龄小于 18 周岁。另外，样本中
1.62%的低龄老年女性终身没有生育；4.11%的高龄老年女性终身没有生育。由于本文
主要考察初次生育的时间和曾生子女数对老年女性死亡风险的影响，所以生存分析模

型删除了终生没有生育过的样本。老年女性的曾生子女数为分类变量。考虑到曾经生育
1 个子女的被访者所占比例过小而不适合作为参照组，本文将曾经生育 1个或 2个子
女合并作为参照组。除了关键的自变量外，模型中包括一系列人口特征、社会经济地位、
行为方式和健康状况等控制变量。人口特征变量包括被访者的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和
居住方式。社会经济地位包括被访者的城乡居住地和受教育水平。抽烟、喝酒和锻炼 3
个变量测量被访者的健康行为方式。被访者的健康状况包括自评健康水平、残障和慢性
病情况。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
（三）研究方法

尽管大部分经验研究使用生存比例风险模型考察女性的生育史与其老年时期寿命

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本研究样本不满足生存比例风险模型的成比例风险假设，而且还存

在着样本非随机缺失问题。因此，本文选择加速失效模型（AFT模型）。AFT模型的优势
在于不需要成比例风险假设，同时还能帮助克服未观测异质性的影响。实际上，对于
AFT模型来说，在控制了关键自变量和一系列可观察的控制变量后，纳入一个用于代表
未观测到异质性的忽略变量，AFT模型对可观测自变量的系数的估计结果仍旧会保持
稳健（Hougaard，1999；Keiding等，1997）。

Log- logistic模型、Log- normal模型和 Generalized Gamma模型是 3个不考虑成比例风险
假设的加速失效模型。在本研究的观测期内，样本的总体死亡风险函数是一个先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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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变量括号内等于 0 为参照组。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N=6391）

存活状况 年龄（岁）

死亡 79.69 民族
删节 20.31 少数民族（=0）
初次生育为早育 汉族

否（=0） 93.60 婚姻状况
是 6.40 离婚、寡居或从未结婚
曾生子女数 在婚

1或者 2个（=0） 16.73 居住类型
3个 13.05 独自居住（=0）
4个 16.62 和家人共同居住

5个 15.77 居住地
6个及以上 37.83 农村（=0）

35岁以后生育 城镇

否（=0） 35.31 教育水平
是 64.69 文盲（=0）

40岁以后生育 受过 1年及以上教育
否（=0） 63.34 是否抽烟
是 36.66 是（=0）

变 量 百分比 变 量

89.65

7.14
92.86

83.57
16.43

16.74
83.26

60.32
39.68

85.01
14.99

7.01

百分比 变 量

否

是否喝酒

是（=0）
否

是否锻炼

否（=0）
是

自评健康水平

不好或很不好（=0）
一般

好或极好

是否残障

是（=0）
否

是否患有慢性病

是（=0）
否

百分比

92.99

12.18
87.82

77.62
22.38

27.13
32.14
40.73

36.82
63.18

64.90
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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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顶点后再下降的非单调函数。这符合以上 3个模型的应用前提假设。通过比较不同模型
之间的拟合度，本文选择拟合度最优的 Log- logistic模型为：log（Ti）= β0 + β1 xi1…+ βk xik+ εi。
其中，Ti表示样本中的第 i 个个体在观测期内的存活时间。xi1，…，xik为 K 个协变量，εi

为随机干扰项。β0，…，βk和 γ是模型估计的参数。

三、分析结果

表 2给出了 Log- logistic模型对曾经生育过的老年女性存活时间的估计结果。模型
1、模型 2分别只包含核心自变量。模型 1结果显示，初次生育为早育的回归系数为负，
表明初次生育为早育的老年女性期望存活时间显著低于参照组。模型 2结果显示，曾生
子女数较多的老年女性拥有更长的期望存活时间。模型 3同时考察初次生育时间和曾
生子女数变量。在模型 3中，初次生育为早育和曾生子女数对老年女性的存活时间有显
著影响，可见两个维度的影响均存在。表 3 模型 4 纳入了被访者的人口特征（年龄、民
族、婚姻状况、居住方式）、社会经济地位（城乡居住地和教育程度）、生活方式（抽烟、喝
酒和锻炼）、健康条件（自评健康水平、残障和慢性病）等控制变量。模型 4结果显示，初
次生育为早育仍然对老年女性的存活时间有显著负向影响；曾经生育 5个或 6个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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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p<0.001，**p<0.01，*p<0.05；+p<0.1。

表 2 对曾经生育过的老年女性的存活时间的 Log-logistic 估计（一）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初次生育为早育 - 0.150*（0.063） - 0.178**（0.063）
曾生子女数

3个 0.101+（0.056） 0.126*（0.057）
4个 0.211***（0.053） 0.221***（0.053）
5个 0.329***（0.054） 0.340***（0.054）
6个及以上 0.290***（0.045） 0.311***（0.045）
常数 7.141***（0.016） 6.908***（0.037） 6.919***（0.038）
γ 0.708 0.702 0.704
log- likelihood - 9335.149 - 9550.84 - 9304.732
BIC 18696.51 19154.26 18670.63
样本量 6231 6391 6231

上子女的老年女性的期望存活时间明显长于参照组。具体来看，初次生育为早育的老年
女性的期望存活时间是参照组的 0.892倍；曾经生育 5 个子女的老年女性的期望存活
时间是参照组的1.143倍；曾经生育 6个子女的老年女性的期望存活时间是参照组的
1.134倍。此外，模型 4显示，年龄、婚姻状况、居住地、锻炼、自评健康水平和残障都对
有生育史的老年女性的存活时间有显著影响。年龄更大的老年女性的期望存活时间更
短；处于在婚状态、居住在城镇、锻炼身体、自评健康极好、好或一般和没有残障的老年
女性的存活时间均长于参照组。
为进一步验证 Zeng等（2004）发现晚生育能够显著延长高龄老年女性存活时间的

结果，本文在模型 4 的基础上加入 35 岁以后晚生育变量（模型 5）和 40 岁以后晚生育
变量（模型 6）。模型 5和模型 6的结果显示，35岁或 40岁以后仍然生育显著延长老年
女性的存活时间。研究结果支持了 Zeng等（2004）的研究结论。与此同时，在纳入晚生育变
量后，模型 5和模型 6显示，初次生育为早育仍然显著地影响老年女性的存活时间。但
是，纳入晚生育变量后曾生子女数的影响效果发生了变化。尽管曾经生育 5个子女的老
年女性的存活时间仍显著地长于参照组，但是，曾经生育 6个及以上子女仅在 0.1水平上
边缘显著。这主要是因为样本中的老年女性曾生子女数和晚生育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
相关关系。因此，模型 5中的 35岁以后仍然生育和模型 6中的 40岁以后仍然生育对老
年女性存活时间的影响效果基本取代了模型 4中的曾经生育 6个以上子女的影响效果。
在表 2和表 3中，模型 1至模型 6的 γ都小于 1。这表明，Log- logistic 模型中的死亡
风险函数先上升，后下降，符合模型使用的条件。此外，模型 1至模型 6是样本数量存在
差别的非嵌套模型。在加入不同自变量的过程中，不同自变量的缺失值会改变不同模型
的样本数。常规的似然比卡方检验适用于在样本量相同的情况下嵌套模型之间的拟合

度检验，但这个方法不能

用于比较非嵌套模型之

间的拟合度。为此，本文
用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作为模型
拟合度的指标。BIC =
- 2log- likelihood + klogn，
其中，k 为模型所有参
数的数量，n 为样本量。
这个公式表明，BIC 能
够同时考虑不同模型的

参数数量和实际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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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表 2。

表 3 对曾经生育过的老年女性的存活时间的 Log-logistic估计（二）

变 量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初次生育为早育 - 0.137**（0.050） - 0.132**（0.051） - 0.130*（0.051）
曾生子女数

3个 - 0.017（0.046） - 0.034（0.047） - 0.028（0.046）
4个 0.063（0.042） 0.033（0.045） 0.038（0.043）
5个 0.134**（0.043） 0.098*（0.047） 0.098*（0.045）
6个及以上 0.126***（0.036） 0.080+（0.042） 0.074+（0.040）
年龄 - 0.049***（0.001） - 0.049***（0.001） - 0.050***（0.001）
汉族 - 0.080（0.049） - 0.072（0.049） - 0.068（0.049）
在婚 0.140***（0.043） 0.138**（0.043） 0.135**（0.043）
与家人一起居住 0.021（0.034） 0.013（0.034） 0.014（0.034）
城镇

受过 1年及以上教育
不抽烟

不喝酒

锻炼

自评健康水平

极好或好

地位一般

无残障

没有慢性病

35岁以后生育
40岁以后生育
常数

γ
log- likelihood
BIC
样本量

- 0.054*（0.026）
- 0.002（0.036）
0.004（0.049）

- 0.044（0.037）
0.091**（0.031）

0.265***（0.032）
0.156***（0.033）
0.351***（0.029）
0.038（0.027）

11.183***（0.162）
0.548
- 7822.493
15819.64
6202

- 0.055*（0.026）
0.002（0.037）
0.007（0.049）

- 0.050（0.038）
0.092**（0.031）

0.272***（0.033）
0.164***（0.033）
0.348***（0.029）
0.040（0.027）
0.066*（0.031）

11.209***（0.163）
0.549
- 7724.701
15632.52
6124

- 0.051+（0.026）
0.001（0.037）
0.007（0.049）

- 0.049（0.038）
0.092**（0.031）

0.272***（0.033）
0.162***（0.033）
0.348***（0.029）
0.039（0.027）

0.096***（0.029）
11.257***（0.164）
0.548
- 7721.375
15625.87
6124

生育史对中国老年女性寿命的影响

大小对模型拟合程

度的影响。BIC的数
值越小，表明模型

的拟合度越好。相对
于模型 1 至模型 3，
模型 4 的拟合度有
较大提高，模型 5、
模型 6 拟合度的提
高程度相 对 较 小

（见表 2、表 3）。
考虑到成年子

女对老年女性的支

持，本研究进一步考

察现存子女数对老

年女性存活时间的

影响。CLHLS 不仅
收集了老年女性的

完 整 生 育 历 史 记

录，而且详细询问

了每个子女是否健

在。根据被访者在
2002 年基线调查时
提供的每个子女的

健在信息，本文建立

老年女性的现存子

女数变量，以现存 1个或 2个子女为参照组；现存 0个、3个、4个、5个或 6个及以上子
女为虚拟变量。因为老年女性的曾生子女数与其现存子女数之间显著相关，所以，模型
7至模型 9分别将模型 4至模型 6中的曾生子女数变量替换为现存子女数变量。模型 7
显示，在控制被访者的人口特征（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居住方式）、社会经济地位（城
乡居住地和教育程度）、生活方式（抽烟、喝酒和锻炼）及健康条件（自评健康水平、残障
和慢性病）的情况下，现存 5个子女和 6个及以上子女的老年女性的期望存活时间分别
是参照组的 1.147倍和 1.125倍。模型 8和模型 9分别在模型 7的基础上纳入不同年龄
标准的晚生育变量。结果显示，35岁以后仍然生育或 40岁以后仍然生育显著延长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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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民族、婚姻状况、
居住安排、居住地、教育水平、抽烟、喝酒、锻炼、自评健康水平、残障、
慢性病。***p<0.001，**p<0.01，*p<0.05；+p<0.1。

表 4 Log-logistic模型估计现存子女数对老年女性存活时间的影响

变 量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初次生育为早育 - 0.124*（0.050） - 0.122*（0.051） - 0.122*（0.050）
现存子女数

无 - 0.064（0.048） - 0.053（0.049） - 0.055（0.049）
3个 0.030（0.036） 0.012（0.037） 0.009（0.037）
4个 0.070+（0.038） 0.045（0.039） 0.038（0.039）
5个 0.137**（0.043） 0.107*（0.045） 0.100*（0.045）
6个及以上 0.118**（0.042） 0.084+（0.045） 0.070（0.045）

35岁以后生育 0.070*（0.029）
40岁以后生育 0.099***（0.028）
常数 11.121***（0.166） 11.154***（0.167） 11.217***（0.169）
γ 0.548 0.549 0.548
log- likelihood - 7823.716 - 7725.161 - 7721.927
BIC 15830.82 15642.16 15635.69
样本量 6202 6124 6124

女性的预期存活时间；不论选择哪种晚生育年龄标准，现存 5 个成年子女的老年女
性的期望存活时间大约是参照组的1.1（e0.100或 e0.107）倍。在模型 7至模型 9中，初次生
育早育的老年女性的存活时间均明显少于初次生育非早育的老年女性，其他控制变量的

参数估计结果与模型 4至模型 6中的大体相似。为了节约篇幅，表 4 省略了其他控制
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在控制一系列变量后，初次生育时间和曾生子女数都对中国老年女

性的存活时间有显著影响。
首先，中国女性初次生育为早育不利于其在老年时期的健康长寿。这个发现与当代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多数经验研究结果一致。这表明，即使在早婚早育较为普遍的人口转
变发生前的育龄妇女中，早育仍然对老年女性的健康长寿有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早
婚和早育的老年女性更有可能来自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在初次生育时，家庭经济条件
较差可能会使这些女性面临食物匮乏、繁重的生产劳动和较差的医疗服务。初次生育时
受到的健康损害可能一直累积到老年时期并持续地发挥影响。
其次，当代中国女性的曾生子女数或现存子女数较多有益于其在老年时期的健康

长寿。虽然这个发现与当代英格兰、威尔士、奥地利和东德的经验结果相反，但与当代挪
威社会的结果一致。Grundy
等（2007）指出，挪威的家
庭友好政策让生育更多

孩子对女性健康的好处

超出代价。挪威给生育的
女性提供了一个极其慷

慨的福利系统。这个福利
系统包括带薪产假、幼儿
园补贴和各项帮助女性

协调工作和家庭角色的

政策。尽管这个分析视角
很好地解释了曾生子女

数和挪威老年女性寿命

之间的关系，但该视角难

以解释中国的情况。事实
上，除了可能的生物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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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外，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崇尚“多子多福”和“儿孙满堂”的观念，而对于本文所研
究的中国老年女性来说，多子女（曾生子女或现子女）无疑是这种家庭“理想”观念的实
现，这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满足，是健康长寿的积极因素。当然，有研究发现，女性曾生子
女数对其寿命的影响可能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Margolis等（2011）
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曾生子女数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变

化。40岁以前，曾生子女数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表现为负相关或不相关；40岁以后，两者
之间不仅呈正相关关系，而且在老年阶段依赖家庭支持的国家中表现出最强的正相关

关系。Margolis等（2011）认为，对于 40～60岁的父母而言，成年子女是一种向老年父母
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的资源。经验研究还证实子女数量的增加能够提高中国老年
人获得子女的工具性支持（包括做饭、洗衣服、做家务、购物）和经济支持的概率；尤
其是子女数量的增加能够提高城市和农村老年人获得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的概率

（Zimmer等，2003）。除了获得工具性支持和经济支持外，成年子女数的增加还有助于中
国老年女性更好地融入社会。有研究（Yang等，2016）发现，社会连结能够减少老年人患
慢性病的风险。因此，成年子女数能够增强老年女性社会连结的通径，提高老年女性的
心理调节能力，进而降低损害健康的疾病风险。这表明，抚育更多的子女是对中国老年
女性的健康长寿的长期投资。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 3个方面：（1）CLHLS调查对象覆盖的

是 65岁及以上的老年女性，因此，本结论只适用于 2002年时 65岁及以上的老年女性，
不能拓展到 2002年时的全体成年女性。（2）女性的生育行为可能在妊娠、分娩或者育龄
期内对其健康产生复杂的影响。但本文对此没有涉及。显然，考察在育龄期里生育史和
生育健康对女性寿命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不过，这种全面细微的分析往往需要更丰富
的数据。（3）目前获得的数据是完成生育行为以后老年妇女的观测数据，对生育过程中
妇女的健康状况和死亡状况没有历史记载，这样会面临双向因果问题，难以判断是健康

长寿的妇女才有能力生育更多，还是生育更多的妇女更健康长寿。在目前的数据条件
下，还难以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正处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的出生队列会经历不同的社会变迁、重大

历史事件或技术进步。因此，女性生育史与其寿命的关系在不同出生队列之间可能呈现
出不同的形式。在数据可得的条件下相关研究仍有待继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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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Fertility History on Mortality among Elderly Women in China
Li Jianxin Zhang Hao·81·

Based on the China's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2002, 2005, 2008 and 2011 datasets, this paper ex-
plores how fertility history affects the death hazard of aging women in China by using Log- logistic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early childbearing can decrease the living age of elderly women. This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most stud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research also finds that, wh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ever born or living children is
above five, the living age of elderly women tends to be longer. This may be explained in two ways. On the one hand,
bearring more may activate the biosystem of the women so as to enhance their living and health. On the other hand,
have more childern may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supports and make elderly women satisfied with "more chil-
dren with more happiness" and therefore be good for their health and long live.

An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s in Fertility Levels between Temporary Rural-to-urban
Migrants and Rural Natives Liang Tonggui·91·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ommonly used fertility index is flawed in studying the fertility level of migrant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hat Period Parity Progression Ratios can accurately measure the fertility level of migrants and
also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errors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 in tempo effect when comparing the fertility level of tem-
porary rural- to- urban migrants and rural natives.This judgment is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CFPS2010 data and 2014
circular migrants monitoring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second child fertility level and the third child fertility
level of temporary rural- to- urban migrants who had all births in urban or had the previously one child in rural a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ural natives. The third child fertility level of temporary rural- to- urban migrants who had the
previously two children in rural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ural natives. There is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
porary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fertility level.

Spatial Mismatch of Job-housing and the Structure Variation for Employed Population in Shanghai
Wu Ruijun and Others·101·

Based on data from the 1% National Population Sampling Survey in 2015 and considering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and hous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ns- regional spatial mismatch of job- housing (SMJH) in Shanghai,
and the distinction of regional employment structures from the aspect of age, education level, industries and profes-
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re are some laws of trans- regional SMJH in time- space and difference characteristics be-
tween cohorts; the trans- regional SMJH of employed population will therefore induce the spatial difference between
living and working of regional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one place; the SMJH and commuting of different cohorts have
differential effects. The study suggests the research of metropolis populatio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MJH, the
regulation and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metropolis population should consider the spatial balance between living and
working and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in metropolis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the job- housing spatial bal-
ance, in order to find an optimal balance between intra- region and trans- region.

Study on Income Redistribution Effect of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Based on Shaanxi Province
Jin Shuanghua Yu Jie·116·

Focusing o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Shaanxi province, this paper uses Lorenz curve, Gini coefficient, and
balancing budget incidence to measure the influences and changes of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on income redistribu-
tion in medical insurance payment and reimburs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all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does
not have a positive income redistribution effect, but has a "reverse redistribution" effect from low- income groups to
high- income groups. Specifically, although medical insurance payment is proportional to income, low- income groups
have less reimbursement. Therefore, medical insurance does not benefit low- income groups, and the fairness of rural
medical insurance is poor. To narrow the income gap and realize financing fair and equal benefit, we should unify ur-
ban and rural medical insurance, increase subsidies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meet the diverse demand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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